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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宗教 胡清心 评论

信财神，在当代社会真的是件“邪门”的事吗？—世俗化社会下的新兴宗
教

公众对他们的质疑，在于人们通过这些特殊案例提出了一个更具公共性的问题。

评论 国际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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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清心，神学博士）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讲时被枪杀身亡，疑犯事后供称，其母亲信奉某宗教团体导致破

产，由于该团体与安倍关系密切，因此才痛下杀手。短时间内发生数起与另类宗教团体有关的新闻事件，

不禁让人对它们的来路不断揣测，“邪教”、“敛财”、“洗脑”等等画面立刻就在脑中浮现。

7月1日香港歌手林二汶的新歌《中华颂》发布，在网络上引起争议，不少粉丝对此感到极为失望，此后网

友“寻图索骥”，发现早前林二汶加入的道教组织“玄武财神殿”，可能是她发生转变的原因。针对该组织的

来历和师尊的背景的猜测和探究不断，更有人联想到X-Japan主唱Toshi曾自曝被日本邪教组织Home of

Heart洗脑控制更成为敛财工具12年。

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李家超7月4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提到，自己已经练习气功超过25年。在过往

访问中，他也曾表示因为练习气功已不需要看医生，更达到“师傅级”的水准。

对于李家超、林二汶等的批评，有很多除却个人因素之外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但一提起

这些另类宗教团体，就会联想产生这些负面印象，也存在一些不精确的部分。原因恐怕离不开二十世纪下

半叶，数起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群体杀人或自杀事件背后，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分别在七十和九十年代发

生集体自杀事件的人民圣殿教（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和天堂之门

（Heaven's Gate），以及策划实施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然而事实上，这只是新兴

宗教团体中极少数的个案，大多情况下，并不至于“邪”到反人类反社会的地步。


但另一方面，这些在人们印象中“非理性”的新兴宗教固然有在现代社会中“合理”的存在部分，但公众对他

们的质疑，在于人们通过这些特殊案例提出了一个更具公共性的问题：在我们看待宗教的时候，评价的标

准是私域还是公共责任？是否我们对安身立命的追求只应该是自我得到满足，还是我们也应该追求对社会

更大的责任？



1993年12月，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与他的俄罗斯信徒交谈。摄：Wojtek Laski/Getty Images

新兴宗教是邪教？异端？还是Cult？ 


无论是邪教、cult、还是新兴宗教，这些名词所指代的是多少相似但未必完

全一致的一些宗教团体，但彼此无法取代，也难说彼此的形容有问题，皆看

你是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宗教团体。

当代大众概念中所谓的“邪教”，或者为人熟知的主流宗教之外的宗教团体，学界通常称之为“新兴宗教”

（New Religious Movement），这个名词最初指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方出现的宗教运动或新

宗教团体。根据宗教社会学家Eileen Barker 1999年的估计，欧洲大约有2000个新兴宗教运动，日本有

八百到上千，而美、亚、非、大洋地区加起来则可能有10，000个，总共有一千两百万以上信徒。

尽管规模庞大，但新兴宗教的特质却难以概括或者描述，不同的地区之间就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在基督教

传统的欧美，一些传入的东方宗教传统也被视为新兴宗教；而在儒道佛背景的台湾和中国，不少新兴宗教

都是从佛教或者道教传统中延伸变化而出；至于日本的新兴宗教运动，甚至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开始而自

成一派。正是这种碎片性、含混性和多元性，让“新兴宗教”这个词汇在学界更为流行，为的是客观地对这

种宗教现象进行研究。

对于大众来说，“新兴宗教”听上去含混不清，反映不出这些宗教团体的面貌；而这些宗教团体自己对“新兴

宗教”这个称呼也不买帐——因为他们都视自己为有道统的正经宗教信仰，对于向来谁都可以自立门户开坛

作法的东方宗教尤是如此，比如六七十年代风靡欧美的奎师那知觉运动（ISKCON）就可看作不过一个印度

教Guru自己创设的门派；“玄武财神殿”也自称是延续自台湾的宫庙，那又何来“新兴”之有？

在欧美大众文化中更常用“膜拜团体”（Cult）来形容这些新兴宗教团体，尽管Cult的概念和历史悠久而复

杂 在谈 新兴宗 时 往往 聚焦在其 偏离 道 负 刻板印象之上 并被 疏地翻译为中



杂，但在谈及新兴宗教的时候，往往只是聚焦在其“偏离正道”的负面刻板印象之上，并被粗疏地翻译为中

文语境中的“邪教”。

“邪教”的概念，自然是与正统相对应，柯保罗的China and Christianity中，就提出中国宗教的正/邪之

分，在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中国能登堂入室的正统宗教便只有儒教，其余都是旁门左道，但只要不对

政权和正统构成威胁，就可以安然处之；但若是胆敢造次，就必当作异端邪说而斩草除根。可以说对宗教

的正邪之分，无关教义，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统治术，维护政权稳定。

这种逻辑也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中国名义上只有五大宗教，但并不妨碍各种民间信

仰、灵性运动的发展，甚至连官方也曾在八十年代推动过气功热。然而一旦由治变乱，某宗教被怀疑有危

害地方治安，甚至触动政权稳定的危险，官方就会出手以整顿“邪教”的名义进行打击，这其中最大的一次

打击便是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如果搜索中国大陆有关“邪教”的学术文章，标题关键词往往是与“乱

象”、“防范”、“整顿”、“治理”等挂钩，邪教在此不关宗教事，似乎更关政治事。

台湾亦是如此，国民党在1949年之后也曾对新兴宗教团体进行压制，比如取缔由中国和日本传入的一贯道

和创价协会等，包括基督教长老教会，虽然为基督教主流宗派，亦因其政治主张而遭到政府压制，政府对

宗教团体的态度和管理，更多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正是因此，1987年解严之后，随著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

注册开放，台湾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引发了一波宗教热潮。这也是为什么在宗教自由的社

会，邪教只能作为民间用语使用，却不能让政府用来给某些宗教团体定性并加以干涉，因为这往往会出现

为政治目的干涉宗教自由的风险。

无论是邪教、cult、还是新兴宗教，这些名词所指代的是多少相似但未必完全一致的一些宗教团体，但彼

此无法取代，也难说彼此的形容有问题，皆看你是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宗教团体。比如来自中国源于基督

教的全能神教，对研究学者来说是新兴宗教，对基督教主流教会来说是异端，对中国政府来说，则是邪

教。



1967年2月1日，美国旧金山的撒旦教堂内的婚礼，由大祭司和撒旦教会创始人安东拉维（Anton LaVey）主持。图：AP/达志影像

新兴宗教的诞生恰恰充满现代性 


新兴宗教的教义无论玄妙还是简单，但面对人生数之不尽的不解和疑问，它

总能提供答案或者一篮子的解决方案；相反的，传统宗教的教义或经典有时

往往无法直接解决信众的疑问，甚至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新兴宗教固然充满暧昧性，又很难一概而论，但可从其英语名称中看出端倪：new religious

movement，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的宗教流派或宗教形式，不如说这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运动。其实，所有

我们当下习以为常的传统宗教都是从一场宗教运动开始。比如说，基督教的起源就是从犹太教中发起的一

场耶稣运动，而佛教是源于婆罗门教，锡克教则是集印度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一体的宗教革命。而在

宗教内部也不断有运动发生，比如基督新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新教内部的清教徒运动和大觉醒运动

促成了现今的不同新教主流宗派的诞生。

宗教运动并非新事，其之所以出现往往与当时社会的变迁改革有关，而这场新兴宗教运动出现的社会背

景，便是学者们在六十年代指出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社会现象，指的是随著理性主义、现代

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控制不断受限制，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与制度也逐步世俗

化，以致最终宗教将走向消亡不复存在。确实在上世纪下半叶，西方的传统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面临著大

量的教友流失，共产主义政权也在努力消灭宗教，但宗教本身却没有如同世俗化理论预言般消亡，相反，

五十年过去，在宗教领域人们谈论的是宗教复兴和灵性运动，而这其中有很大部分，与新兴宗教相关，但

学者们并不认为新兴宗教的出现，证伪了世俗化理论，相反它可能是世俗化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世俗化，并不见得是指宗教影响力的消失，而是新的宗教形式的出现。而在传统结构的

松动中，旧的传统受到挑战，却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新的意义形式和新宗教）产生和现代人生活场域更

吻合的一种“宗教性”（religiosity）”。



吻合的 种 宗教性 （ e g os y） 。

在〈“新兴宗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会学意涵 〉中，林本炫总结了Bryan Wilson所提出的新兴宗教可以取

代传统的特性，其中包括对传统宗教“属灵菁英主义”、“得救制度化手段”的反动；提供给信众“更简便的、

快速的、更明确的得救方式”、理性的得救手段，以及宗教品味和诉求多元化以及小众化。

与传统宗教比较，新兴宗教在形式上没有太强的权威性，要求信众接受并进入一套既定的复杂信仰体系，

相反它们的诸多特征都迎合世俗化时代的个体特性，理性化、个体化、注重个人需求得到满足，多如繁星

的新兴宗教，总有一款合适你。无怪乎林本炫说，“新兴宗教运动其实已经比较像是一种消费，人们就像是

在宗教的超级市场里各取所需，少有人在意宗教里的真理宣称。”

在〈台湾的新兴宗教〉中，瞿海源提出了新兴宗教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特性，“新兴宗教在教义上有两个特

征，一是玄妙，二是简单。玄妙来自于这类宗教领袖的特质，即具有神奇的大能。不论所显现得多玄妙，

新兴宗教领袖强调的教义又多很简易，核心道理很少，让有心人很容易掌握。这种玄妙而又简单的特征吸

引力极大，对现代人而言，这些新兴宗教就像是宗教的速食店，很适合他们的口味。”

这里我们留意到新兴宗教又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地方，虽然新兴宗教的出现是迎合当代社会对宗教权威的

反动，何以几乎大多数新兴宗教都有一个“克里斯马”式的宗教领袖或教主？教众都对其号称的神通广大毫

不怀疑更是俯首贴耳？

1974年，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出版Stars down to earth，分析洛杉矶时报的星座专栏，探讨为什么在二

十世纪，在这么样理性化的情况之下，会诞生这么不理性的文化。他研究发现，当代生活的细致分工让人

处于好像有很多知识但其实没有知识的状态，比如你问一个做金融的人，关于买卖股票的问题，也许他能

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要他说说自己正使用的数据流量背后是什么原理，他却可能毫无头绪。这种知识上

的不平衡，让人总是对生活感到不确定，有太多自己无法把握的盲点，所以就会产生无力感，以及依赖感

和顺从威权性的特征。

尽管阿多诺是用它来解释星座的流行，但与新兴宗教也有共通之处。这或许也能解释何以新兴宗教的教义

无论玄妙还是简单，但面对人生数之不尽的不解和疑问，它总能提供答案或者一篮子的解决方案；相反

的，传统宗教的教义或经典有时往往无法直接解决信众的疑问，甚至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更有时要透过一

套复杂的神学阐释才会得出一个甚至好几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毕竟，当人因未知而感到恐慌迷茫的时候，

更需要的是一种所有问题都被解答、所有疑惑都被安置妥当的安全感。



2001年4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堂。摄：David McNew/Newsmakers via Getty Images

自由追寻灵性的年代，安身立命的选择或许本就多怪异 


或许有悖于对民间宗教信仰一般的想像，参与新兴宗教的信众中，不乏年

轻、中产阶级、有较好的教育背景者的人。而事实上，研究新兴宗教的目标

群体本来就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群体非常个性化的

需求而产生族繁不及备载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团体。

然而，就算宗教社会学家可以建构理论来解释新兴宗教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但依旧无法解

决大众的疑问，有些新兴宗教的教义看上去就很弱智，为什么在科学昌明教育普及的当下还是有人会相

信，以致被骗财骗色，甚至作出有悖其性格和常理的事情？有些相信这些宗教就是针对低教育或者老年人

行骗的，也有些相信是那些人被洗脑了，或者本身性格有缺陷才被利用了，这样才能合理化在崇尚理性、

科学的现代生活中，会有这样的脱序现象。

或许有悖于对民间宗教信仰一般的想像，参与新兴宗教的信众中，不乏年轻、中产阶级、有较好的教育背

景者的人。而事实上，研究新兴宗教的目标群体本来就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群体

非常个性化的需求而产生族繁不及备载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团体。而如果认为加入新兴宗教团体的人都是被

洗脑利用，则其实变相矮化（disempower）了个体，认为他完全是一个傀儡，而毫无担当责任或者实践



自由意志的能力。

或许我们要接受的是，在一个个体自由追寻灵性的年代，就是会有人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一些在我们看

来可信度极其低几近匪夷所思的宗教。

丁仁杰的〈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的信仰体系及其“可信性”：五个新兴宗教团体的考察 〉就是基于这样的动机

考察了台湾的五个新兴宗教团体。在文中作者认为“出于与传统信仰的差异，旁观者很容易讲信仰新兴宗教

看成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例如崇拜教主、相信新奇事物、相信个人超能力等），连带认为其所建构的信

仰体系特别脆弱，这种看法可以称之为“脆弱性假说”（fragility assumption）。

这种“假说”接著假设，既然这个信仰体系那么脆弱，那么一定有一个特别强的“可信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也就是团体内部的社会支持体系，来让信徒克服外在的质询和挑战，或者是教团会有特殊策

略来面对外界，以让信徒的信仰不致于受到否定。”这也反映不少大众的另一种合理化看法，即新兴宗教团

体一定有特别的控制人的手段。

但最后作者的发现是，这些信仰团体根本不需要透过社会性的“可信结构”来留住教众，往往其信仰体系本

身就已经有了自圆其说的性质。也就是说，或者当事人自欺欺人，或者该团体的教义已经足够健全以说服

教众，也就是说其“内部可信性”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那为什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还是会有“邪教”，“敛财”，“洗脑”的感觉呢？拿传统宗教来做对比，两者都

已经建立了“内部可信性”，如果说新兴宗教“敛财”，但对不信任宗教团体的人来说，基督教会要求“十一奉

献”，天主教会累积大量教产投资，又或者有些佛门子弟捐出自己半数身家，难道不也是一种敛财吗？如果

说新兴宗教“洗脑”，那么对无神论者来说，相信转世轮回、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相信神迹，不也是一种洗

脑吗？就算我们认同传统宗教团体和体制有道德污点，其教义有迷信荒谬之处，但大众仍不会带著怀疑的

眼神，认为这些宗教就是一个上千年的大骗局。

“宗教”与“神棍”间是否有界线？ 


一个宗教是否能信服大众并无关其是否能信服内部教众，让大众在“宗教”

和“神棍”之间划下界线的，往往是这个宗教是否有“外部可信性”，即它

是否有体现社会责任，是否有公关形象，以证明其宗教信仰并非居心叵测，

而是要慈惠人间。

所以一个宗教是否能信服大众并无关其是否能信服内部教众，让大众在“宗教”和“神棍”之间划下界线的，



往往是这个宗教是否有“外部可信性”，即它是否有体现社会责任，是否有公关形象，以证明其宗教信仰并

非居心叵测，而是要慈惠人间。而一般来说，新兴宗教苦心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服教众、满足教众的心

灵需求，但对大众的目光或者所谓社会形象，并不那么在乎。

新兴宗教虽然是当代社会世俗化所产生的现象，但因为它内聚的特性，使得它往往在社会中呈现一种“他

者”的形象，更对于我们主流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常识带来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种种“差异”在

我们眼中就会被放大成“怪异”甚至是“邪门”。

在当代社会，其实每个人都在拷问、追寻安身立命这个问题，更是在多元化世俗化的社会中，并不一定要

寻求宗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社会中有很多选择都可以赋予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比如经济能力、社

会地位、个人追求、意识形态等。不同社会更有不同的主导价值观，可能在香港社会中，有一层楼就已经

可以解决一个人大部分的焦虑；在当下中国，爱国主义也可以，甚至被教化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如果抽离

地想一想，其实大多数人安身立命的选择，和新兴宗教的信众一样，不过都是基于个人需求而做出的选

择。

而为什么到今日我们看到“宗教”这两个字眼还有一些别样的期待？或许正因为，宗教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

安身立命。


